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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政策选择研究”
（７１７７３１３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 （地区）合作项目 “变化市场中农产品价值链转型及价格、食品安全的互动关
系———以蔬菜、渔产品和乳制品为例”（７１３６１１４０３６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我国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构建与实践案例研究”（１４ＪＪＤ７９００３０）

①　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载 《求是》，２０１３ （２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成长、演化与走向

钟　真

［摘要］　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并不是农业政策的产物，而
是农业和农村自身发展的结果。他们的成长、分化与走向既是市场化规律的体现，也是制
度改革创新的反映。改革开放４０年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巨大的成长，极大
地改变了农业要素的投入规模和结构，调动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种力量，产生了多方
面的经济社会影响，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挑战。结合其发展趋势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应紧紧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在政策上仍需要做相关战略调整，有针对性地
完善其政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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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是农业向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①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下，
我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伴随这一进程，农
业经营方式在家庭经营这一基本形式的基础上，逐步演绎出了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农业经营主体
也从以同质性的小规模农户为主，不断发育出各种类型的规模经营主体。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的
双重影响下，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其成长轨迹亦呈现出深刻的中国特色。当
前，我国正处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然强势崛起，并
在现代农业建设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成长的政策性脉络，并全面检视其发展现状、问题与趋势，对于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
策支持体系和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性脉络

（一）市场与政策影响下的农业经营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业经营的主体从农民集体回归到了农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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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创新成功地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农业经济的快速增
长。① 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问题开始显现，
各地开始探索实践多种解决办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山东省率先提出了 “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其核心是 “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的 “一条龙”经营体制。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１日出版
的 《人民日报》基于山东经验发表了题为 《论农业产业化》的长篇社论②，使得农业产业化的思想
在全国得到了广泛传播。１９９７年，“农业产业化”正式进入官方政策文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推动
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解决产销衔接等问题③，主要的支持对象就是农业企业。而以农业企业为核
心形成的诸如 “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订单式的经营模式得到了大范围推广。

１９９６年农业部成立了 “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并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评选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共评选出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１　２４２家。
而随着市场化深入发展，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订单农业也开始出现问题，集中表现为契约的不稳

定性和极高的违约率。已有研究表明，“公司＋农户”模式的生存时间一般并不长久，契约约束的
脆弱性和协调上的困难是这种组织的内在缺陷。④ 一方面，由于双方订立的契约常常是不完全的，
造成了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风险等履约困难。⑤ 尽管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专用性投资和市场在确保
契约履行过程中的作用等方法找到最优的农业契约方式⑥，但在现实中成功的案例不多。另一方
面，由于缔约双方的市场力量常常是不均衡的或低水平均衡的，所以双方履约要么难以实现，要么
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⑦ 此外，由于合作剩余的分配机制常常与双方契约资本配置结构相关⑧，缺
乏资本的小农户在利益分配中常常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导致企业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尽快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市场话语权的呼声日盛，并逐步成为社会

共识。２００３年全国人大开始研究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的相关法律，并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颁布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施行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迅猛发展，截
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１９３．３万家，是２００７年底的７４倍，年
均增长６０％；实有入社农户超过１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４６．８％。⑨ 然而，这一 “形势喜人”
的数字应该慎重看待，尤其不能放大合作社对农民的实际带动能力。瑏瑠 现实中，由于农户间的异质
性和现行政策环境的影响，所谓 “假合作社”“翻牌合作社”“精英俘获”“大农吃小农”等不合意
现象大量存在，合作社内部治理、收益分配等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问题十分突出。瑏瑡 而真正具备
“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这一合作社本质特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凤毛麟角，大部分仍与大户、公
司或 “公司＋农户”等其他类型的经营形式十分接近，以至于有些学者提出了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
正的合作社”的质疑。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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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运生、罗必良：《契约资本非对称性、交易形式反串与价值链的收益分配：以 “公司＋农户”的温氏模式为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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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部分农民合作社常常被大户、公司等少数核心成员所掌控，导致大量针对合作社的政策
利好最终并没有惠及大多数农民。于是，政策支农的重点对象又很快拓展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懂
经营善管理的农户身上，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得到了政府的实质性重视。实际上，２００８年中共十
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在阐述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时就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
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彼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刚施
行一年有余，农民合作社被寄予厚望并如火如荼的发展，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并未引起各界广泛关
注。直到２０１３年，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被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类型在当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中得到强调之后，两者 （特别是家庭农场）便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文件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农
业部还于２０１４年专门出台了 《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农场管理、土地流
转、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专门的探索和扶持意见。由此，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出现在官方文
件中并为大众熟知的 “种田能手”“养殖大户”等主体在新时期被赋予新的市场与政策含义后，再
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据农业部统计，２０１６年全国经营５０亩以上的规模
农户已经达到３４１万户，经营耕地面积超过３．５亿亩①；家庭农场达到８７．７万个，其中在县级以
上农业部门纳入名录管理的有４４．５万家，比２０１５年增长了３０％；平均经营土地面积达到了２１５．１
亩，比２０１５年扩大了４２％②。

一般认为，家庭农场区别于普通农户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进行专业化的商品
生产，而非满足自身需求；其区别于农业企业的根本特征，就是以自有劳动为主，依靠家庭劳动力
就能够基本完成经营管理。③ 它兼有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优势，可以弥补专业大户和农民合作社
的不足。可以预见，未来在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完成后，家庭农场的融资等市场化能
力将进一步提升。然而，随着规模经营主体的多样化发展，围绕经营规模展开的关于家庭农场的界
限、范围等问题成了各界讨论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农场的规模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
进步、制造业—农业工资比及劳动—资本价格比的影响。④ 换言之，合意的家庭农场不可能随意扩
张，它至少应该是存在上下限的或有条件的。从理论上讲，家庭农场规模的下限是家庭成员的生计
需要，家庭农场规模的上限是现有技术条件下家庭成员所能经营的最大面积；同时，家庭农场的发
育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特定的社会条件。⑤ 因此，黄宗智认为，美国 “大而粗”的农场模式不符合
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而中国近３０年来广泛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中
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⑥

综上可见，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的经营主体已经由改革初期相对同质性的农户家庭
经营占主导的格局转变为现阶段的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这一演变过程不仅是因为市场化程
度的不断深化，也不单是源于政府的政策推动，而是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农民对农业经营方
式自主选择的结果。

（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农业经营主体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同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进程差距逐渐拉大，农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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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宇等：《我国普通农户的未来方向》，载 《农村经营管理》，２０１７ （９）。

高强等：《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载 《经济学家》，２０１３ （６）；高强等：《家庭农场的实践界定、

资格条件与登记管理———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载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４ （９）。

郭熙保、冯玲玲：《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分析：理论与实证》，载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 （５）。

朱启臻等：《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载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４ （７）。

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载 《开放时代》，２０１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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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妇女化、弱质化趋势越来明显，“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问题日益凸显。黄祖辉等学者较
早地使用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将多种类型的规模经营主体统合在一个框架下来研究转
型中的中国农业，并认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是中国现阶段农业发展
的中坚力量，它们体现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历史规律性，引领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符合提升农业
现代性的基本要求。① 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被提出的时间毕竟还不长，系统和深入的研
究还较为薄弱，多数研究尚集中在逻辑性理论探讨、趋势性调查总结和实践性政策分析等方面。②

学术界的这些讨论也表明，发展更加有效率的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要求日益迫
切。基于理论研究和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要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
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２０１３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年
度部署。至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词从学术研究领域 “正式”进入官方政策视野。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应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
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这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明确了原则。随后召开的２０１４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所要构建的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进一步具体描述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
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明确了目标。在这一体系中，经营
主体的层次来源是多方位的，并将全面覆盖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各经营主体的经济性质是多元
化的，所发挥的功能作用是相互加强和可融合的，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界限分明的。在此基础上，

２０１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 “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明确了方向。换言之，“地谁来种”和 “地怎么种”两个问题虽然都十分重要，

但后者应更为重要，即重点在如何推动有效的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而不是过多关注经营者的身份
问题，这也体现了政策的务实性。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从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和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角度，在主体
培育、生产支持、服务提供、监督引导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思路，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明
确了核心抓手。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从改革的角度，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
等主体的发展及其社会化服务的开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明确了阶
段性任务。

从十八大到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官方文件来看，“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问题已经找到了
答案。但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和经济发展速度放
缓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业竞争力不强、农民持续增
收难度加大等问题在 “十二五”中后期开始凸显， “怎么种好地”的问题又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

于是，国家在农业领域开始聚焦 “转方式、调结构”，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 “转方式、调结构”

中被赋予重要的功能和政策期待。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家出台的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定位，即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地位，政府相应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政策体系。至此，农业政策的逻辑重点从 “支持谁”正式转换到了 “怎么支持”上来。２０１６年
中央一号文件在部署年度任务的同时，将新型服务主体提高到与新型经营主体同等重要的地位，即
都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这实际上是强调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生产和服务两大子体系的重
要性。同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的 《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进一步明确了 “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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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祖辉、俞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约束与发展思路———以浙江省为例的分析》，载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０
（１０）。

钟真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功能研究———基于京郊农村的调查》，载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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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的具体任务，特别是强调要通过完善新型经营主
体的支持政策来推进农业生产的全程社会化服务。２０１７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与
服务主体的角度，对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进行了重点部署。中共十九大报告则从全局高
度，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解决 “小规模经营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明确了其在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中的功能定
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２０１８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和原则，提出要 “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培育各类专业化市
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注重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动作用，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这表明，中
国的农业政策制定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推动一个由数亿小农户构成的农民大国走向农业现代化，仅
冀希于打造一批规模化、高效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替代小农户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让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等多领域、多层面发挥带动引领作用，促进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统筹兼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发展，必将与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的健全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完善等措施一道，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挥深刻的理
论指导和积极的实践指引作用。
可以预见，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官方架构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支持政策将更加

完备，而其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的主体责任和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承担的导向作用也
更为关键。

二、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态势

从上述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演变的脉络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了巨大发展，对
各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在市场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自身的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其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还面临不少挑战。为了较好地把握当
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态势，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课题组对河北省等５省１５县的主要农业
经营主体进行了实地调研①，并对其生产经营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发展现状
第一，基于土地流转的规模经营渐已成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于普通农户的首要特点就是

规模经营，而实现规模经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土地流转。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底，
全国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４．４７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３３．３％；转出耕地的农户有６　３２９．５
万户，占承包耕地农户的２７．５％；其中，转入合作社０．９７亿亩，占２１．８％；转入企业０．４２亿亩，
占９．５％；转入农户２．６２亿亩，占５８．６％。② 而转入土地的农户绝大部分成为专业大户或家庭农
场。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样本中８５．３％的新型经营主体存在不同程度转入土地的行为，其中，
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４５４．５亩，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平均土地经营规模
分别为１　４９７．５亩和２　３８２亩。
第二，农业劳动投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伴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土地流转对农业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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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调查的五省分别是河北省、山东省、安徽省、陕西省和吉林省，每个省选择３个县，共访问了１５个县的４８１家不同类型
的农业经营主体，其中普通农户占２３％，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占３５％，农民合作社占３３％，农业企业占９％。被访的县及经营主
体的名单，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农业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６３２９号建议的答复》，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ＮＣＪＪＴＺ／２０１６０８／

ｔ２０１６０８１０＿５２３４６４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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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客观上推动了农业劳动投入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新的农业劳动力市场
的形成。一方面，农业雇工成为农业规模经营中劳动力来源的主流。７４．７％的新型经营主体以雇佣
劳动为主。即便是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全年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量中自有劳动和雇佣劳动投入
比也高达１∶１２．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劳动分工在规模经营条件下全面深化。不仅耕
种、饲喂、收获等作业环节和田间植保、卫生防疫等日常环节的专业化程度因机械化率和服务市场
化水平的提升而大大提高，新型经营主体在这两个环节的人工完成率已经下降到３０％左右，而且
包装、仓储、装卸、运输等物流环节和行政管理、财务管理等覆盖全程的相关业务都得到了充分的
拓展和有效的分工，６３．２％的新型经营主体在这些方面均有专门的 “岗位”设置。
第三，农业投资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惠农政策的刺激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成为农业

领域民间资本投资的重要载体。在农业装备方面，新型经营主体中进行了温室大棚、养殖棚舍、仓
库厂房等农用场所建设的比例为６８．１％，购置中大型农机具的比例高达８９．４％，租赁农用场所或
农机具等设施设备的比例也达到了４７．６％，以上三方面的投资额平均每户 （家）达到３８６．４万元。
在土地整治方面，新型经营主体中有４１．９％进行过地块平整，有３７．３％进行过水利设施建设，有

４６．６％进行过田间道路建设，有３８．９％开展过土壤改良 （如深耕、施用农家肥改土等）。以上四种
土地整治类型中进行过一项及以上的比例接近８５％，平均每亩整治费用接近１５万元。从负债情况
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均负债１３０．３万元，其中５６．７％的经营主体负债主要来自银行，２９．２％
的经营主体负债则主要来自亲朋。
第四，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与需求 “双增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兼具生产和服务的双重功能，

因而他们既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者，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从服务供给角度看，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公共农业服务机构的补充，能够更及时、有效、全面地提供多种农业社会化服
务。样本数据显示，能够且已经提供技术服务、农资服务、销售服务、信息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比例分别达到７７．７％、５４．８％、５３．２％和４７．３％，能够提供作业服务、质量服务、物流服务、
品牌服务的新型经营主体的比例也增加到３０％左右，但已经提供这些服务的比例尚在２０％左右。
此外，能够提供和已经提供金融服务和基建服务的比例都还不高，但能够实际提供这两项服务的经
营主体的比例已经上升到１０％以上。在服务对象的规模上，新型经营主体平均服务农户数量为８８０
户 （各项服务覆盖的农户数就高不就低、不重复计算）。从服务需求角度看，５０％以上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对于上述技术服务等十项农业社会化服务都有强烈需求，其中需求比例最大的前三项服务
分别为技术服务 （９１．５％）、信息服务 （８４．２％）和金融服务 （７８．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这些
服务的需求不仅远大于普通农户，而且对服务类型和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第五，农业高成本与低利润格局日趋固化。由于要素价格的上涨及其投入结构的变化，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样本数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平均年经营成本为２３８．５万
元，是当地普通农户年农业成本的６０倍以上。从亩均成本看，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成本差异较
大，前者约为１　７１８元／亩，后者约为４　２２５元／亩，而当地普通农户的相应成本分别仅为新型经营
主体的５８％和７５％。其中，工资性成本上升最快，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
的平均工资性开支占亩均成本的比重分别达到了１７．８％、１９．１％和１８．２％，而普通农户则主要依
靠自有劳动，其亩均工资性开支的比重不足５％。土地成本日趋刚性，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普遍需要
流转土地，其土地使用成本平均比普通农户高出６１５元，这与各地平均土地流转价格十分接近。物
质与服务费用在农业总成本中的比重最大，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２　９８８元／亩）与普通农户
（２　６８９元／亩）的差异不大。从收益上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高投入并没有普遍带来高回报。由
于收益增加整体上没有 “跑赢”成本上升，所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润率普遍不高。尽管从平均
年度收益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经营收入分别达到了１１６．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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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９万元和５　４４０．２万元，是当地普通农户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但是其平均利润率不到２５％，
远低于普通农户的４４．７％。从亩均利润看，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在经济作物上存在较强优势，平均
利润为６　２８６元／亩，约为普通农户的１．９倍，但在粮食作物上则普遍亏损，平均亏损为４９８．１元／
亩，而普通农户则平均获利２６４．６元／亩。
第六，来自政府的支持不断加强。在政府顶层设计下，一系列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措施不

断出台和落实。各级政府在财政、信贷、保险、用地、项目扶持、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支
持，通过创建示范性新型经营主体 （如示范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农业产业化示范基
地、农业示范服务组织等）、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相互融合并依法组建行业组织或联盟等方式积极引
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调研发现，样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５６．２％获得过政府现金
资助，有２６．４％获得过实物支持，有３４％承担过政府示范性推广项目，平均每个新型经营主体获
得以上三种政府支持方式累计价值 （经折算）达到５８．７万元，是普通农户获得惠农支持力度的３５
倍以上。总体而言，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之中。

（二）主要问题
总体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各地发展很不平衡，面临的问题挑战较

多。① 与其他很多调查研究类似，课题组此次实地调研也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规模
偏小、发育不足、人才缺乏、融资困难、运行不规范、带动力不强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多为针
对新型经营主体本身的内在问题，具有一定的 “共性”特点。而课题组认为，当前不同新型经
营主体的个性问题和各类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外部宏观问题更加值得关注。概括来说，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农场过度规模化。《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家庭农场经

营者主要是农民或其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而不是依靠雇工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家庭农场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要靠农民自主选择，防止脱离当地实际、违背农民意愿、
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人为归大堆、垒大户。”但调查发现，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普遍过大，绝大多数家庭农场完全无法以家庭自有劳动为主来进行生产经营，
而需要大规模雇工来完成。样本中，家庭农场的平均土地规模达到了５０８．３亩，比普通农户大了近

３０倍，其中，同时存在转入又转出土地的家庭农场的比例达到了７．２％。这说明，家庭农场的实际
经营方式已经突破了家庭经营的基本范畴，而更多地偏向于企业化经营，部分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
规模超出了其经营能力。比照国际经验，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尽管总体数量在减少、平均
规模也大于我国，但仍然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占绝对比重。② 而我国家庭农场规模过大的原因与政府
引导政策不无关系。从各省出台的家庭农场认定办法看，多数地区对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仅做了下
限要求。比如，辽宁省规定粮食种植业家庭农场租期或承包期在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规模应达到

１００亩以上③；河北省规定粮食种植业家庭农场承包期或租赁期在５年以上的，土地面积一年两熟
地区应达到５０亩以上，一年一熟地区应达到１００亩以上。④ 仅有少数省份在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
标准中设定了土地规模上限。比如，江苏省规定粮食种植业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土地规模在１００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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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上的致辞》，载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４ （１）。

杜志雄、肖卫东：《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状态与政策支持：观照国际经验》，载 《改革》，２０１４ （６）；周应恒等：《农业经
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演化的国际经验分析》，载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 （９）。

《辽宁省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ｎｃｌｍ．ｃｏｍ／ｆｕｃｈｉ／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３０３４．ｈｔｍｌ。
《河北省农业厅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意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ａ．ｇｏｖ．ｃｎ／ｓｊｚｚ／ｊｇｓ／ｇｚｊｌ／２０１５０８／ｔ２０１５０８２８＿４８０９１１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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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亩之间①，上海市规定粮食种植业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种植面积在１００亩～２００亩之间②。但在具
体操作中，“锦上添花”式的政策导向极易产生过度规模化的家庭农场。
第二，农民合作社虚化和异化现象严重。经过近十年的培育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呈

井喷式增长，但是真正符合 “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这一本质规定的农民合作社却很少，“名实不
符”现象十分普遍。③ 课题组调研发现，这种现象突出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合作社的虚化，即合
作社作为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管理上没有充分发挥一个正式经济组织的基本功能。
在样本合作社中，有５２．８％近三年没有以合作社名义专门为社员提供过社会化服务，有４６．８％成
立至今没有召开过成员 （代表）大会，有３５．６％近三年没有开展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几乎成了
“僵尸合作社”。二是合作社异化，即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因其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发展环境的特殊性
而表现出非合作社的特点。在样本合作社中，约有７８％因合作社决策权受到主要成员控制而表现
为主要成员的经营特征。其中，大户领办的合作社经营形式常常表现为家庭经营，约占４３．１％；
公司领办的常常表现为企业经营，约占２３．１％；村委会或政府领办的则常常表现为集体经营或非
营利性特点，约占７．１％；有近５％的合作社因投资结构多元化而表现出混合经营的特点。仅有约

２２％的合作社在成员和股份构成、经营模式、收益分配等方面较为接近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但其中
仍有一半左右的合作社，其最主要功能是发挥了 “集中收购—销售”的中间商作用。
第三，农业企业离农倾向明显。在宏观经济下行、粮食价格走低等市场因素和农业结构调整、

三产融合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下，农业企业脱离农业生产经营一线的倾向日益明显。从产业链环节
看，样本中直接从事种植、养殖的农业企业比重仅为３５．６％，以农机作业、农资供应等生产性服
务业为主的农业企业比例约为２０％，而以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产业链后端环节为主的
农业企业比重达到６０％以上 （部分农业企业兼营产前产中产后多种业务）。从产业分布看，主要涉
及粮食、蔬菜水果、畜牧、水产等第一产业的农业企业仅占４０％，而开展观光、旅游、餐饮、住
宿等第三产业业务的农业企业比例达到了５５％以上，约有１５％的农业企业已经在工程建设、房地
产开发、生活物资销售等非农领域开拓了业务，还有一小部分企业基本上放弃了农业业务。这表
明，企业经营在农业生产中并不一定占有优势，主要农产品供给还得重点依靠家庭经营、合作经营
等方式来保障，而在涉农的二三产业上农业企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农业价值链的延伸与增值需要
充分依靠企业经营。
第四，规模经营的成本刚性化和风险显性化并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不仅扩大了农业

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强化了农业对要素市场的依赖。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各类要素
价格系统性上涨的趋势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带来了 “不可逆”的挑战。由于绝大多数新型经
营主体都依赖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故土地租金成为农业规模经营者的刚性开支。样本新型经营
主体的平均土地流转成本为５８２元／亩，比三年前平均提高了１８％。类似地，由于新型经营主体以
雇工劳动为主，不断上涨的劳动投入成本已经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可回避的成本。样本新型经
营主体支付农业雇工的平均日工资为１４８元／天，比三年前提高了约３３％。规模化的经营必然需要
更大的农业投资，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因农民缺乏抵押物等各种信贷约束而常
常难以满足。样本中有５７％的新型经营主体的负债来自正规金融机构，但其借贷额度占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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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建立示范家庭农场名录制度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ｅｉｎ．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Ｉｎｄｅｘ／Ｓｈｏｗ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ｂｈ／０２５／ｉｄ／１０１９６５。
《上海市农委关于本市开展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工作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ａｃ．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ｘｘｇｋｍｌ／ｓｎｗｇｚｙｗ／

ｎｙｃｙｈ／２０１５１２／ｔ２０１５１２２４＿１６０２０１２．ｈｔｍｌ。

邓衡山等： 《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载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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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比例仅为４２％，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过一半的资金需求来自民间借贷。而调研数据显
示，新型经营主体接受的民间借贷年利率平均达到了１４．３％，普遍高于同期其所能获得的正规金
融机构９．４％的借贷年利率。

与此同时，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限制性因素明显增加。① 一方面，重要农
产品价格波动加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对难度加大。除了主粮价格的可预期性较高之外，猪肉、

棉花、油料、食糖和部分重要蔬菜价格在近年来涨跌频繁。但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专业化、规
模化、集约化水平较普通农户高得多，因而其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集中化程度也要高得多，导致其
难以像普通农户那样通过多样化经营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② 调查发现，近三年因农产品价格下跌
而没有及时调整主营品种生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达到６８．３％，其中自认为经营收益因此而受到
“严重影响”的占到了４０．８％。另一方面，农业资源偏紧和生态环境恶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制
约不断加大。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大，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
题对农业产出的一个较小的边际影响都会对其综合效益产生较大影响。在样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自认为受到农业资源环境条件 “明显约束”的占到了５２．６％，其中经营收益因此而受到 “严
重影响”的占到了３６．８％。

第五，现有政策支持重点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特征尚不匹配。诚然，诸如国家扶持的相
关款项落实不到位、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等不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
大的政策性问题还很多③，但总体上这些问题可以在不断增加的政策性投入中得到缓解。相比而
言，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政策匹配性问题比政策投入问题更为突出。从调研的情况看，现有政策的
不匹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支持对象尚不匹配。目前，大多数强农惠农政策仍然是
重点针对普通农户而制定的。即便很多中央文件要求政策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但在财政等具体政
策落实上多数是遵循 “存量稳定、增量倾斜”的原则进行的。换言之，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
扶持重点需要依靠增量支农资金来解决。这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阶段所发挥的功能和发展需求
是不相匹配的。调查显示，在有转入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有７５．３％没有获得国家农业补贴
（“三补合一”的补贴资金），而是发放给原承包户，其中并没有因此而要求转出户降低土地流转费
用 （或要求后不成功）的占到了５５．６％。二是政策支持内容尚不匹配。目前，农业补贴等政策主
要是针对农业生产投入的支持，而对于耕、种、收、田间植保等作业环节和相关服务性业务的支持
则相对较少。这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带来的社会化服务供求 “双增长”局面是不相匹配的。在
样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在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作业服务、物流服务、品牌服务、基建服务上
获得过政府政策性支持的比例分别仅为４４．８％、３０．２％、２８．９％、１９．６％、１８．８％和２２．９％。究
其原因，主要还是与政策支持的思路尚未全面转型有关。多数情况下，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
持手段仍然是延续过去 “普惠式”的政策惯性，但以物质支持为主的 “多予”已经式微，现阶段更
多地需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的 “赋权”来化解规模经营主体有效支持不足的问题。

（三）发展趋势
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纳就业和促进增收的功能将持续提升。已有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发展已经表现出很强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④ 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不
断成长，农业产业链分工将进一步细化，农业用工的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这个过程不仅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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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真、孔祥智：《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农业政策转型》，载 《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５ （５）。

姜长云：《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有新思路》，载 《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１４ （９）。

汪发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面临的问题与化解对策》，载 《经济纵横》，２０１５ （２）。

鲁钊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福利效应研究》，载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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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大量的新增农业劳动岗位，提升农业劳动力素质，扩大农业就业，还能促进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
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双增长。样本数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均雇工数达到１２人，６６％来自本
村，平均雇工投工量达到９６６个工日，平均日工资为１１３元／日；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相
关社会化服务帮助普通农户平均降低生产成本１６．７％，平均提高农产品价格４５．８％，平均增加最
终销量１４３．７％，促进被辐射农户平均增收约为４　２８６元／户。可以预见，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发展带动下，农业对农民而言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农业将逐渐成为他
们就业或创业的可选项甚至是优先项，而不是获得收入的必选项。①

二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融合将进一步加强。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借助土地
流转等方式现实了较大的经营规模，但在发展中仍然面临经营实力较弱、发展资金短缺、议价能力
和产品竞争力偏低等问题，越来越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选择进一步的合作与联合表现出强烈
愿望。中央出台的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也指出：“支持新型
经营主体相互融合，鼓励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联合与合作，依法组
建行业组织或联盟。”在样本数据中，４５．６％的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３３．３％的农业企业均以成员
身份参与多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而２８．２％的农民合作社参加了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进一步地，
相当一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兼具多种身份。在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三种
身份中，有２５．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具有两种身份，有２．６％同时具有三种身份，平均每个
主体具有１．３个身份。这说明，在当下政策和市场环境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融合发展的特征
已经开始显现。
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和服务市场将快速成长。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崛起，农业领域对

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这势必使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主
体得到锤炼，使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样本数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
技术服务等十项农业社会化服务都有强烈需求，但是真正接受过这十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比例却均
明显低于需求比例。其中，接受过技术服务的比例最高，达８１．４２％；其次是农资服务和信息服
务，分别占比５２．８９％和４４．７８％；接受过这三项服务的比例均低于其需求比例约１０％左右。而销
售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品牌服务、质量服务、作业服务以及基建服务的需求比例高出实际
接受过的比例均在３５％以上。这说明大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其市场前景
与政策空间仍然潜力巨大。样本数据显示，有偿提供和付费接受上述十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平均比例分别达到了５８．６％和６８．４％，其中有意愿成为专门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主
体的比例接近３０％。以农机化服务为例，一方面，农机服务组织快速发展，到２０１５年底全国农机
合作社已经达到５．６５万家，比上年增加１４．３４％，服务总面积达到７．１２亿亩，约占全国农机化作
业总面积的１２％，服务农户数量３　８８７万户；另一方面，农业服务市场规模也迅速扩大，２０１５年
农机化经营总收入达到５　５２１．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３％，已经大幅度超过农机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４　５２３．６亿元）。② 为此，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８月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发展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着眼满足普通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需要，立
足服务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充分发挥公益性服务机构的引领带动作用，重点发展农
业经营性服务”。可见，在今后一个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在经营性服务上实现长足发展，
并伴随公益性服务的改革完善而进一步适应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四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将开始加快。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一个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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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真、孔祥智：《着力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载 《农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１－０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机械化年鉴２０１７》，５－７页，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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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但进入政策扶持 “序列”的时间各有长短，发展程度也参差不齐，分化在所难免。分化主要
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同一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异质性在快速增强。在政府
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经营者的身份背景、业务内容、营利方式等越来越多元化；同时，因在政府
扶持上所占先机不一样，在市场竞争中呈现出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 “马太效应”。在样本数
据中，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三类主体的成本利润率 （固定设施投资按年度
损耗折算）最高的２０％与最低的２０％的均值相差分别达到了１０．２倍、８．６倍和１９．３倍。另一方
面，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进行深度 “排列组合”。越来越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投
资结构、管理方式等因素逐渐偏离其主体所特有的经营方式，朝着与其内部治理特征相符合的方向
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主体从兼具多种经营方式和覆盖多种经营业务回归到与自身主体特征相适合
的经营方式和经营领域。具体来看，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的经营在专业化和多样化两个方向上同时
演进，大量由主要成员控制的 “空壳”合作社将逐步演化为家庭农场或农业企业，大量没有业务活
动的 “僵尸”合作社将退出历史舞台，农业企业的一二三产融合特征愈加明显，并呈现出专注于营
销、加工、物流仓储、国际贸易、休闲观光等二三产业的发展趋势。样本数据显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对外宣称的 “第一身份”与其在生产经营中体现出来的 “实际身份”相一致的比例约为

６８．８％①，其中，开始经营至今两种 “身份”出现过不一致、但现在一致的比例为３３．３％，而在目
前两种 “身份”不一致的主体中 （３１．２％），过去是一致的比例达到了２０％以上。可以预见，随着
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农业市场化的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

三、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支持体系的建议

随着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家庭经营、合作
经营、企业经营和集体经营等方式共同发展的局面将继续向纵深推进，在二轮承包基础上形成的小
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将进一步加快转型的步伐。结合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历史脉络、当前态势与未来
走向，我们提出如下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紧紧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在政策上需适当控制过度规模化的

经营方式。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扩大经营规模是提高农业产量和效益的重要
途径。② 我国农业现代化亦应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来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提升。但是大量
研究表明，农业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最优或适度区间。③ 事实也表明，过大的经营
规模不仅产出效率会下降，还可能产生农业资源要素浪费、经营成本刚性和风险集中化等负面影
响。因此，在政策上必须主动作为，适当控制过度规模化情况的发生。特别是对于家庭农场的扶持
应持审慎态度，不宜大力扶持那种名为家庭经营、实为雇佣经营的家庭农场，它既不利于我国农业
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与完善，也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点不相吻合。④ 建议在出
台相关扶持政策时，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定规模下限的同时，因地制宜地设定合理的规模上
限，明确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即政府支持适度规模经营，但不是规模越大越好。
第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有待转型，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点应从土地规模化转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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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家庭农场一般与家庭经营相一致，合作社一般与合作经营、集体经营相一致，农业企业一般与企业经营、集体经
营相一致等。

汪发元：《中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比较及政策建议》，载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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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科学辨析家庭农业、家庭农场与农业规模经营》，载 《中国农民合作社》，２０１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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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模化。以土地要素集中和规模化为主线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然成为当前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抓
手，但随着大规模土地流转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相关制度创新红利的降低，如何进一步推进农业现
代化，无论是理论视角还是政策方向，都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从中央文件看，尽管 “多种形式的适
度规模经营”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无论是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集体经营还是其他经营
形式，地方政府具体的抓手仍多为 “土地流转”。这种狭义的理解和操作方式无形中让与土地流转
相关的农业政策承担了过多的期待，也增加了人们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质疑。事实上，基于土地
流转的规模经营仅仅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一种类型，越来越多诸如 “土地托管”等旨在通过加强产前
产中产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规模效益的经营模式被广泛采纳，这表明基
于强化社会化服务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亦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但这并不意
味着对基于土地流转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思路的否定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社会化服务对
农业经营效益的促进作用在土地流转的配合下效果更佳，但土地流转不是实现农业规模效应的必要
前提），而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的农业现代化转型方向和政策着力点。因此，农业支持政策重点
应从聚焦农业生产环节转移到更多关注农业经营全过程的社会化服务方面来，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扩大土地等要素投入水平转移到更多地支持他们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上来。
这种调整不仅符合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求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还将大大减
轻现行农地政策特别是出台不久的 “农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压力。
第三，稳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成长，坚持激励与监管并重、扶持与规制并行。过

去一个时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尽管发展迅速，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无序”的态势，相当一部分
主体或组织被虚化或异化，政府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①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
育有必要加强宏观引导和微观治理。一方面，在经营主体的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上，政府既要给予
充分的激励，又要给予足够的监管。对政府 “培育清单”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是否具有市
场自立性为主要标准进行定期 “体检”，实现支持对象 “可进可出”；重点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
农业现代化的薄弱环节上发挥作用；在扶持项目的设计上，应适当提高获取项目的竞争性，即谁能
干、谁干得好，就支持谁。另一方面，在业务领域和发展方向上，政策既要有具体的支持措施，也
要有明确的规制手段，根据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特征，引导和调控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方向。针对家庭经营类主体，既要强化对家庭农场等专业家庭经营组织的扶持，也要引导
兼业农户特别是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发展现代农业；针对合作经营类主体，要重点使其成为克服家
庭经营类组织局限性的纽带和桥梁；针对企业经营类主体，应坚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政策导
向，引导其进入适宜企业化经营的领域，避免其争夺小农的利益。② 尤其要合理运用农业股份合作
制和土地股份合作制，处理好农业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关系，防止新型农业主体培育中的主体异
化和虚化。此外，鉴于新型经营主体在快速融合态势下， “一个主体多种身份”的情况较为普遍，
不建议以主体身份作为政策扶持的主要标准，防止国家补贴 “垒大户”现象的发生，而应重点以主
体开展的具体业务类型来确定扶持方式与力度。
第四，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重塑新型经营体系的政策框架，有针对性地完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支持体系。由于农业资源的限制性日益加强，以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密集
型措施推进农业现代化并不符合当前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要求，也不符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基本原则。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体系需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在支持对象上，要
统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以适度规模经营为导向的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这就要求：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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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傅琳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与建构》，载 《学术月刊》，２０１５ （７）。

张红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趋势研究》，载 《经济与管理评论》，２０１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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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面向普通农户的惠农思路来指导制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而应根据新型经营主体相
较于普通农户的优势来设置鼓励引导政策，不能把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系割裂对待。
国际经验表明，家庭农场可以发起组织或参加合作社，也可以将一部分生产性服务外包给合作社或
涉农企业。而国内当下的情况是，三者都可以是工商注册的法人，政策阶段性扶持重点对象的差异
造成了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人为分割与不均衡发展。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上，应尽快扭转上述局面，
不断创新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引导建立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良性
互动关系。在支持内容上，应采取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扶持策略。针对补贴、保险、信贷、用地等
各类主体的共性需求，应以非排他的普惠型扶持政策为主。针对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殊需
求，应以明确目标群体的特惠型扶持政策为主。家庭经营类主体应重点解决其流动资金、设施用
地、作业服务对接等问题；合作经营类主体应重点推动其规范化运行、合理化分配等；企业经营类
主体应重点探索工商企业租种、托管耕地的准入监管办法和 “非农化”、“非粮化”等经营风险的防
范措施。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ＺＨＯＮＧ　Ｚｈ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ｗ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ｒ　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ａｒ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ｕ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ｅｘｉｓｔ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ｌｙ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ｃ－
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武京闽）

５５


